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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
南翔镇“三大古刹”的布局与聚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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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南翔自聚落形成之日起就与寺院之间纠葛不断，经过宋元明清四朝
的不断 “层累”，其历史已被当地人前推至南朝萧梁时代，从而完成了从 “因寺名
镇”到 “因寺成镇”的型塑。以上过程，直接因应于明中叶以降江南市场发育和
市镇聚落拓展等关键历史阶段。作为南翔 “三大古刹”之首的南翔寺，不仅参与
并见证了南翔镇从兴起到日趋繁荣的历史过程，而且逐渐由单纯的宗教中心发展
成为集宗教、商业和行政等职能于一体的重要场所。然而，寺庙并非市场发育的
主导 “驱动力”，南翔镇的形成及成长，乃是空间、制度、商贸、文化等多条脉络
交互作用下的产物。

关键词：江南　市镇　佛寺　地名

有关明中叶以降市镇日趋普及原因的讨论，一向是江南市镇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之一。陈晓
燕、包伟民曾将市镇出现的直接原因归纳为农村聚落因商品经济发达所促成、官吏世家聚居和
从军镇演化而来三种类型，① 基本上可以涵盖以往学界的主要观点。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
到，明代中叶并非市镇形成的逻辑起点。如果完全不了解 “成镇”之前更早的聚落形态，则很
难厘清市镇作为一种新兴的聚落层级是如何选址并取得相对于周边聚落的区位优势的。虽然有
学者尝试从水系、地形的变迁、土壤构造等角度考察明清江南市镇形成的自然地理基础，② 或者
从交通角度强调一些市镇的 “区位”优势，③ 但是，除了突出商业聚落多倚河而建的特征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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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得到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的资助。在修改过程中，承蒙两位匿名评审
专家提出宝贵意见，谨表谢忱。
参见陈晓燕、包伟民：《江南市镇———传统历史文化聚焦》，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０
页；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５—１４９页。
宋家泰、庄林德：《江南地区小城镇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海津
正伦： 《中国江南デルタの地形形成と市镇の立地》， 森正夫编： 《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
学からの接近—》， 名古屋：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１９９２年， 第２７—５６页。
川胜守： 《长江デルタにおけゐ镇市の发达と水利》， 中水利史研究会编： 《佐藤博士还记念中水
利史论集》， 东京： 书刊行会， １９８１年， 第２１９—２４８页； 林和生： 《中国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太
湖平原の镇市と交通路について—》， 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编： 《空间·景观·イメ’ジ》， 京
都： 地人书房， １９８３年， 第１３５—１５９页； 范毅军：《市镇分布与地域的开发———明中叶以来苏南地区



未给我们提供更多富有价值的信息。一个市场的 “区位”优势并非简单地用交通便利就能涵盖，

经济、习俗和行政制度等要素的合理配置同样非常重要，交通原则不过是区位理论所需要考虑
的诸多因素之一。除非我们以具体的市镇为例，通盘考察所有这些要素在其中所起作用，并结
合更大的区域背景，否则单单关注市镇设立和缘起与水路交通之间的关联，不仅无法从中看出
时间序列，而且多少会显现出一些循环论证的意味。

探讨市镇兴起的原因，除了空间视角，时间上的溯源亦不容忽略。一般认为，宋代是江南
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然而，自日本学者加藤繁的开创性研究以后，有关宋元时代市
镇起源的探讨，一直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① 台湾学者梁庚尧曾将宋代新兴市镇的起源归纳为三
类，分别是乡村中定期聚集交易的墟集、邻近城郭与交通要道的草市和人口密集的聚落，然而
由于资料的限制，并未作进一步的申论。② 笔者以为，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选取部分市镇作为
研究个案，追溯乡村聚落在 “成镇”之前的早期历史，对于理解市镇起源的一般形态而言，或
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遍检现存各类地方文献尤其是江南地区收藏特别丰富的乡镇志，关于乡村聚落和市镇早期
历史的直接记录相对匮乏，即便有也仅零星地存在于寺庙类地标性建筑的石刻碑记中。或许正
是由于寺庙的建立与聚落初期历史的纠缠不清，使部分学者热衷于论证 “因寺成镇”现象的合
理性。③ 推测寺庙和商业聚落的孰先孰后，不仅涉及究竟是 “因寺庙成镇”还是 “因庙会成镇”

抑或是 “因香市成镇”这样的概念偷换，更无法回避的是 “成镇”之前的聚落与寺庙之间的时
间顺序和空间关联。如果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任何对于 “因寺成镇”的讨论均或成为空中楼
阁。全汉昇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就注意到唐宋以降定期市与寺庙类建筑之间的关联，④ 这种关联
更多地体现为定期市之 “集期”（或墟期）与 “庙会”周期时间上的耦合。至于那些非定期市性
质的市镇，则很难在此逻辑下与寺庙扯上直接关系。诚如前辈学者的研究所揭示，明清时期江
南地区的市镇，早已摆脱了几日一集的定期集市的模式，自兴起之初，就呈现出 “常市”、 “日
市”的形态。⑤ 在这种情境之下，如何弄清市镇发展与寺庙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进而解释所谓
“因寺成镇”的现象，仍是横亘在研究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有研究将 “因寺成镇”的现象区分为
旧聚落位移至寺院形成市镇和寺院主导形成市镇两种形式，进而强调 “文化驱动力”乃是传统
市场发育的关键因素，⑥ 或多或少触及了上述难题，但却忽略了传统社会经济运行的机制，有
“文化决定论”的嫌疑。本文在前人基础上，选取在清中叶就明确宣称是 “因寺成镇”的嘉定县
南翔镇为个案，通过追溯聚落历史的变迁与镇中三大寺庙的兴废，揭示其从 “因寺名镇”到
“因寺成镇”的空间型塑过程，希冀对市镇起源和市镇空间格局形成诸问题作出些许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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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１—４５页。



一、南翔镇概况与相关文献介绍

南翔位于嘉定县东南，南临吴淞江，附近有上中下三条槎浦，别名 “槎溪”。镇中为十字
港，横沥、上槎浦、走马塘、封家浜四条河道交接于镇中心的太平桥南。横沥塘北经马陆通嘉
定县城，上槎浦南通孙基港入吴淞江，封家浜沿 “隆兴桥下西去，由井亭桥折而南，贯月河，

入吴淞江”，走马塘由蕴草浜西达江湾、宝山。① 四河在吴淞江下游水系中均属主干河道，其中
横沥最为重要，且太平桥横跨其上，当地人俗称 “市心横沥”。② 除了四大干河以外，镇之周围
东南西北四向各有河湾：东为五圣庙湾，西为侯家湾，南为薛家湾，北为鹤颈湾，颇似佛教中
的 “卍”字状。这种布局配合镇中南翔寺、大德万寿寺和万安寺三大古刹，将当地人心目中的
聚落布局与佛教的不解之缘发挥得淋漓尽致。至清中叶，镇人已将市镇的历史追溯到了传说中
南翔寺建立的 “萧梁”时代，并提出 “因寺成镇”的说法：

槎溪，古疁地，萧梁时建白鹤南翔寺于此，因寺成镇，遂以名寺。……其地在邑治之
南，水脉分流，回环渟蓄，四郊有湾，形如卍字。商贾辐辏，民物殷繁，为诸镇之冠。③

一些学者对这种说法深表怀疑，认为南翔作为一个聚落或许历史悠久，但聚落不一定就是市
镇。④ 从农村聚落成长为市镇尚需相当长一段时间。目前见到最早的关于南翔镇的记载出现在正
德 《姑苏志》和正德 《练川图记》中，⑤ 然而，二志除了标明方位外，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嘉
靖 《嘉定县志》首次将南翔镇的历史前推到宋元时代：

南翔镇，在县南二十里，因寺而名，创设于宋元间，莫考其所始。其地东西五里，南
北三里，百货填集，甲于诸镇。⑥

南翔镇的历史早于正德也许不难推断，但除了后人的追忆，目前还没有直接资料显示宋元时代
的南翔就已经发展成为市镇。南翔镇像许多在明中叶逐渐粉墨登场的江南市镇一样，一直陷于
“出身不明”的尴尬境地。由此，所谓 “因寺成镇”，并非仅指寺庙与市镇的同步发展或者次第
出现，同时也应涉及人们是如何认知寺庙与市镇之间的关系的。有关这一点，详见后文的讨论。

本文利用的主要材料，除了由乾嘉时期镇人张承先和程攸熙编纂的 《南翔镇志》外，⑦ 还综
合参考了正德、嘉靖、万历、康熙、乾隆、嘉庆、光绪和民国等八个版本的 《嘉定县志》。虽然
县志里有关南翔镇的材料只存一鳞半爪，但却有不少三大古刹的碑记，甚至不乏宋元时期的文
字；《南翔镇志》里也收录了一些如宋代 《建山门并桥记》、元代 《南翔寺重兴记》和 《大德万
寿讲寺记》之类的珍贵材料，可为我们了解南翔早期聚落历史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嘉庆 《南翔镇志》卷９ 《艺文·书目》曾经著录了明正德间僧文寀所辑 《南翔寺文录》和清
乾隆间筠斋所编 《续南翔寺文录》，二书现均已亡佚。从都穆为文寀所题的序看来， 《南翔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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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 《疆域·水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０页。

民国 《嘉定县续志》卷４ 《水利志·治迹》，《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７５年，

华中地方第１７０号，第２４９页。

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 《疆里·沿革》，第１—２页。

参见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第５４３页。

正德 《姑苏志》卷１８ 《乡都·市镇村附》，正德刻嘉靖续修本，第２３页；正德 《练川图记》卷上 《乡
都·市镇附》，民国１７年徐光五校正本，第１２页。

嘉靖 《嘉定县志》卷１ 《疆域志·市镇》，嘉靖三十六年刻本，第１６页。

按：现今存世的清 《南翔镇志》是由乾隆四十一年张承先纂、嘉庆十一年程攸熙续纂而成。



录》一书主要收录了宋元两代名流所遗 “寺之诗文”。① 清康熙间，嘉定知县陆陇其和苏松常镇

粮道王懩先后途经南翔寺，在寺中浏览过寺记、寺志，里面均录有 “寺创于梁天监，盛于唐祥

符”等关于寺院沿革的文字，② 从中可推知历史上还存有一部称作 《南翔寺志》或者 《南翔寺

记》的文献，惜乎该书已经散佚，未知与 《南翔寺文录》是否为同一本书。至乾隆间，《南翔寺

文录》已不在本地流传，不仅县志未见著录，“编练川 （指嘉定———引者注）宋元诗者，亦未见

臻录”。乡人汪照在宁波天一阁见到一抄本，“书共二十番十行十九字格，纸墨颇古雅”，将之按

原来格式抄录带回。③ 筠斋在见到此书后，有感于 “明代诗文尚多遗漏”，“爰就所见元、明及国

朝诗文，并寺中沿革，厘为二卷，以补其阙”。虽然以上关于南翔寺的专书今已不见， “寺僧皆

不能守，即藏书家亦无存焉”，④ 但这些书籍在历史上的流传与使用，或多或少影响着人们对于

南翔寺乃至南翔镇历史的书写或表达。更进一步说，所谓 “因寺成镇，遂以名寺”的说法，在

一定程度上，正与这些文本的不断 “层累”直接相关。

二、“自属地名”的出现和聚落格局的奠定

如前所述，按照清人的说法，南翔寺创建于萧梁，然而，至迟到唐宋时期，这种说法尚未

出现。南翔寺的得名，与一则白鹤助缘的传说有关。传说最早的记录者为南宋初年昆山人龚明

之 （１０９１—１１８２），他在 《中吴纪闻》中记载：

昆山县临江乡，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径丈余，常有二白鹤飞集其上，人皆以

为异。有僧号齐法师者，谓此地可立伽蓝，即鸠财募众，不日而成，因聚其徒居焉。二鹤

之飞，或自东来，必有东人施其财；自西来，则施者亦自西至。其它皆随方而应，无一不

验。久之，鹤去不返，僧号泣甚切，忽于石上得一诗，云：“白鹤南翔去不归，惟留真迹在

名基。可怜后代空王子，不绝熏修享二时。”因名其寺曰南翔，寺之西又有村，名白鹤。⑤

比 《中吴纪闻》成书略晚的 《吴郡志》也记录了这一传说，除文字略有出入外，意思上并无二

致。⑥ 其时，嘉定县尚未从昆山县析出，南翔寺的创立者 “齐法师”亦不知为何代高人。单从这

则传说所描绘的历史情境看来，创寺之初，不仅寺址所在地人烟寥寥，周边地区也鲜有聚落，施

主需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而齐法师聚徒而居，或是南翔成聚之始。“寺之西又有村，名白鹤”之

句中的 “又”字，透露出南翔自身已成为一村落，否则恐不会表述为 “又有村”而只需说 “有

村”即可。虽然在古汉语的某些文例上，“又”字还可作补充叙述解，但从此段材料中至少可以

认定，南翔寺所在的聚落应非白鹤村，而是另外一个村落，至于这个村落当时是否叫做 “南

翔”，尚可存疑。离 《中吴纪闻》年代不太久远的一篇碑记，直接透露了 “南翔”地名的来历：

姑苏属邑，粤惟昆山，境土衍沃，俗淳家富。距县百里，乡名曰临江；乡富之聚，地

曰南翔。聚有佛祠，祠由地名。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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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穆：《题南翔文录》，嘉庆 《南翔镇志》卷９ 《艺文·书目》，第１２２页。

陆陇其：《嘉定白鹤寺记》，《三鱼堂文集》卷１０ 《记》，清康熙刻本，第１２页；王懩：《白鹤南翔寺蠲
赋碑记》，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０ 《杂志·寺观》，第１５１页。

汪照：《文录后跋》，嘉庆 《南翔镇志》卷９ 《艺文·书目》，第１２２页。

筠斋：《续南翔寺文录跋》，嘉庆 《南翔镇志》卷９ 《艺文·书目》，第１３２页。

龚明之：《中吴纪闻》卷３，王稼句编纂：《苏州文献丛钞初编》，苏州：古吴轩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９页。

范成大：《吴郡志》卷４６ 《异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１１页。

康复古：《建山门并桥记》，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０ 《杂志·寺观》，第１４６页。



虽然我们无从了解这篇 《建山门并桥记》作者康复古的个人履历，更不清楚他生活的具体时代，

但从这篇碑记仍将 “南翔”归属于昆山县可知，其撰写时间当在嘉定析县之前。材料中明确指

出有乡聚名曰 “南翔”，并进而将南翔寺的得名归因于南翔村，与龚明之和范成大的说法有较大

出入，反映出地名解释中 “多系并存”的特点。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作进一步的判断：至迟

在南宋初期，南翔已开始具有属于自己的 “自属地名”，且地名的由来与南翔寺难脱干系。据台

湾学者施添福的观点，在某地拓垦之初，并无聚落存在，亦即缺乏一个明确的地名可以使用，

而不得不借用现有的邻近地区的名称。随着开发的深入和聚落的逐渐成形，这一地方需要一个

专有的名称，以彰显其特别意义。① 于是出现地名的分化，其标志是新兴的地方拥有了 “自属地

名”，南翔聚落早期的历史恰好证明了这一过程。

如果想将南翔聚落早期的历史继续向前推，有一件相当有力的实物证据或许可供佐证，那

就是唐咸通八年 （８６７）动工、乾符二年 （８７５）竣工的南翔寺尊胜经幢。经幢共两根，原立于

大雄宝殿前，一直流传至今，１９５９年移至古猗园，分立于南厅和微声阁前。据孙星衍 《寰宇访

碑录》载，经幢正书 “乾符二年八月”，后题 “建幢主莫少卿”名。② 明人都穆在 《题南翔文录》

中也曾提及他亲眼目睹过经幢石。这两根经幢最大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两条非常重要的

信息：第一，南翔寺在唐咸通、乾符即已存在；第二，有位名叫 “莫少卿”的善士曾经捐助过

一对经幢给南翔寺。对于如此重要的物证，后人当然不会视而不见。明清时期不断有人将莫少

卿与齐法师扯上关系，并企图和白鹤助捐的传说对接起来。例如姚广孝 《南翔寺修造疏并序》

中曾云：“有齐禅师者，戾止于此。日有双鹤侍，行人知其为异人。莫少卿首为舍财，创寺当槎

浦之上。”③ 赵洪范 《南翔寺免役记》亦称：“唐乾符间，僧行齐重修，亦感白鹤导募之异，而有

莫少卿者，尽捐宅，以拓基址，方广一顷八十亩有奇，四水为围，四梁为界，寮舍六十二，僧

徒七百余。”④ 在这些文本里，只字不提捐助经幢之事，而是强调莫少卿为建寺院舍财捐宅的事

迹。按照常理，有能力捐自宅建寺，自然应为住在南翔寺周边的人士，似乎表明晚唐时期南翔

已经发展成聚落。然而，这毕竟是后人的追忆，难免有不少添油加醋的成分。在莫少卿的居址

完全不明的情况下，很难推断出任何有关南翔早期历史的片段。几乎可以肯定，当时即使存在

规模较小的居民点，也远未达到形成具有 “自属地名”的聚落阶段。

咸通、乾符离唐武宗会昌年间不远，武宗灭佛一度给江南佛教带来重创，大量寺院被拆除，

与南翔寺同属昆山县的慧聚寺即是其中之一，“兹寺当在毁间”，到宣宗大中五年 （８５１）才得以

恢复。⑤ 尽管元明以后，不断有人将南翔镇的历史追溯到萧梁，但除了将白鹤建寺的传说前推至

那个时代，尚没发现任何比莫少卿施舍经幢更早的历史记载。更有意思的现象是，终宋一世，

并没有人有兴趣追问南翔寺的前代事迹，反倒是到了元明时代，萧梁创寺的说法才逐渐流行起

来。从这个意义上，唐武宗之前南翔寺的 “历史”多半为后人所建构。嘉庆 《南翔镇志》将唐

代诗人戴叔伦 （７３２—７８９）的一首诗 《赠慧上人》改名作 《白鹤寺访慧上人诗》后，试图把南

翔寺的历史延伸到中唐，也是这一思路下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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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端：《慧聚寺圣迹记》，淳祐 《玉峰志》卷下 《寺观》，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太仓旧志汇刻本，第

１１页。



仙槎江口槎溪寺，几度停舟访惟能。自恨频年为远客，喜从异郡识高僧。云霞色酽禅

房衲，星月光涵古殿灯。何日却飞真锡返，故人邱木翳寒藤。①

诗中的 “仙槎江”并非南翔附近的槎浦，而是在江西泰和县境内的赣江支流，② 戴叔伦曾有在抚

州任刺史的经历，这首诗完全有可能是在其任期内所作。南翔寺在历史上的确曾叫过 “白鹤

寺”，但从没有称 “槎溪寺”，将戴叔伦的诗移花接木到南翔，显然是由于南翔亦别名 “槎溪”

的缘故。一旦戴叔伦的诗被人们接受，对于推断南翔寺创于萧梁无疑亦会更加有利。

槎浦是作为吴淞江北岸的 “旱田塘浦”之一，首次出现在北宋郏亶的 《治田利害七论》中。

所谓 “旱田塘浦”，系 “畎引江水以灌溉高田”者，为五代吴越国时期太湖以东农田水利开发的

遗迹。③ 与槎浦南北相接的横沥塘，比槎浦的历史可能还要早些，郏亶称：

今昆山之东，地名太仓，俗号 “堽身”。堽身之东，有一塘焉，西彻松江，北过常熟，

谓之 “横沥”。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贯横沥而东西流者，多谓之 “门”。……古者

堰水于堽身之东，灌溉高田；而又为堽门者，恐水之或壅则决之，而横沥所以分其流也。④

从中可知，太仓冈身以东的旱田塘浦水利系统，乃由南北走向的横沥及与之垂直的众多堽门构

成。尽管封家浜和走马塘至元代以后才正式具有专名，但它们在宋代或许就是那些小塘，没有

自属称呼，均被笼统地称作 “门”或 “堽门”，明清时期南翔镇 “十字港”的雏形正是在这一格

局上逐渐形成的。南宋和元代是南翔早期聚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与水利工程细密化相伴随

的，是南翔寺的进一步拓展和大德万寿寺、万安寺的修建。

南宋嘉定七年 （１２１４），平江知府赵彦橚和提刑按察使王棐上疏，拟割昆山县东安亭、春

申、临江、平乐、醋塘五乡二十七都置嘉定县。疏中认为昆山县东乡有三大害，必须加以根治：

争竞斗殴，烧劫杀伤，罪涉刑名，事干人命，合行追会，不伏赴官，至有经年而不可

决者，此狱讼淹延之害；滨江傍海，地势僻绝，无忌惮之民相率而为寇，公肆剽掠，退即

窝藏，殆成渊薮，此劫盗出没之害；豪民慢令，役次难差，间有二十余年无保正之都，两

税官物，积年不纳，只秋苗一色言之，岁常欠四万余石，其他类是，此赋役扞挌之害。有

此三害，昆山遂为难治之邑。⑤

姑且不论以上三害是否是地方官为设立新县而刻意编造的托辞，王朝欲强化对昆山东乡的管理当是

不争的事实。南翔属临江乡，赵、王的上疏或能从一个侧面印证当地开发的进度。嘉定十年，《创

县疏》得到批准，嘉定正式立县。就在设县前一年，南翔寺也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九品观堂

和僧堂先后落成。临济宗南派宗师北磵居简专门为两堂撰写碑记，其 《南翔寺僧堂记》曰：

连长榻，旉广座，容数千指开单钵，必搜梁栋，选柱石，然后可以帡幪震风陵雨。虽

然，非古也。古之人，一生打彻于塚间树下。古已往矣。若今食息于塚树，鲜不 洞观听，

曰怪，曰诞，曰奸偷。鬼物啸族呼类，水洒挺逐，使不在吾竟乃已，而奸偷之徒，往往托

以沮吾法。……此堂之建，于以见前辈虑后世者若是，作五观法，俾食于堂者作如是观。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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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０ 《杂志·寺观》，第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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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史部，第２３１册，第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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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史部，第２０８册，第６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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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碑记中可见，南翔寺原来可能是没有僧堂的，僧众居无定所，寺的规模也不会很大，到了嘉
定九年，建成了能容纳僧人数百的僧堂；而九品观堂自嘉定三年始建，历时近七年方才告竣，①

规模也当不会太小，由此可推断当时南翔寺之兴旺。作为有数百僧人的寺院，本身就达到了一
个中等聚落的规模，无论从何种角度，都应视为一个聚落而不能理解为仅仅是一个寺庙。如果
是这样的话，讨论寺庙和聚落孰先孰后，事先就假定了两者之间是充满异质性的，然而，越来
越多的证据表明，聚落的形成乃至人口的聚居与寺庙的建立、拓展完全有可能是同步的。如果
我们认定有一类 “寺庙型聚落”的存在，以上困惑或可迎刃而解。

在宋代，寺院的合法性视有无敕额而定，否则随时可能被政府拆毁或移作他用。除了这一
途径外，在寺院规模的 “达标”和古迹的冒充上用心思，也可通过所谓 “异途”取得合法地
位。② 如果说南宋初期的南翔寺，更多的是通过扩大规模取得安身立命的位置，而到了嘉定建县
以后，则学会了在敕额和冒充古迹上做文章。在元朝释宏济的 《南翔寺重兴记》中，首次完整
梳理了南翔寺的 “辉煌历史”：

直嘉定署南一舍，距江五里所，南翔寺在焉。梁天监间，比丘德齐法师开山，时
二鹤至止，若有所感然。寺成，鹤乃翩跹而南，地以南翔称，郡志异闻记之为审。旧
隶昆山县。案 《图经》，光化二年，行齐法师复庵于兵烬旧址。岂两齐公异世同文者
欤！唐开成间，锡今额。宋端平，丞相郑公清之为大书其扁。众恒数千指，宫室侈丽，

犹石梁方广应真之居。③

宏济首先将白鹤助缘的传说断代于梁天监年间，接着把 “齐法师”一分为二，一个名 “德齐”，

一个名 “行齐”，分别生活在萧梁和晚唐。德齐开山创寺，而行齐复庵中兴，这不仅解决了南翔
因寺名聚的出身问题，而且巧妙地处理了从萧梁到晚唐之间寺庙历史的断裂。不仅如此，强调
开成间正式敕额，时间恰好定格在武宗会昌灭佛之前，相信绝对不仅仅是巧合。宏济是杭州路
天竺集庆教寺的住持，对于南翔寺的历史不会如此熟悉，相信碑记中的情况应是南翔寺僧所提
供。相比这些有附会虚饰嫌疑的做法，端平间由郑清之书写匾额之事，倒有可能是最靠谱的事。

一来离宏济撰写碑记的时间 （后）至元三年 （１３３７）仅百年左右，另一方面，伴随着嘉定设县
后社会秩序的逐步确立，朝廷赐额给新县的寺庙完全符合逻辑。姚广孝干脆直接讲： “宋端平
间，赐 ‘南翔’额，丞相郑清之书……赐额虽从赵宋造，端乃出萧梁。”④ 或可印证端平赐额之
说。自 《南翔寺重兴记》撰成之后，有关南翔寺的历史溯源再也没有出现新的 “层累”，明清时
代的各种地方文献，几乎毫无例外地承袭了宏济的说法。⑤

伴随着南翔寺的 “跨越式”发展，其附近聚落也渐呈繁荣之象。据嘉定十三年某臣僚上书
言：位于嘉定县东北部的黄姚税场， “南擅澉浦、华亭、青龙、江湾牙客之利，北兼顾迳、双
浜、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港、萧迳、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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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宏济：《南翔寺重兴记》，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０ 《杂志·寺观》，第１３８页。

姚广孝：《南翔寺修造疏并序》，《逃虚子集·类稿》卷５ 《独庵稿·书题跋》，第２１页。

参见正德 《练川图记》卷下 《寺观》（第２页）、嘉靖 《嘉定县志》卷９ 《杂志·寺观附》 （第１２页）、

万历 《嘉定县志》卷１８ 《杂记考下·寺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０９册，第１３１页）、康
熙 《嘉定县志》卷１３ 《寺观》（康熙十二年刻本，第１０页）、乾隆 《嘉定县志》卷１２ 《杂类志·寺观》
（乾隆七年刻本，第３０页）。其中康熙志和乾隆志将赐额的时间定在北宋绍圣年间，恐为南宋绍定之
误，绍定为端平前一个年号，同在宋理宗朝，年代相近，嘉庆 《南翔镇志》和王世贞的 《重修南翔寺
记》均将赐寺额的时间定在绍定年间。



南货商税动以万计”。① 其中之 “三槎浦”，当指上、中、下槎浦，应涵盖了南翔一带。能够成为

黄姚税场的下属之一，其重要性或可见一斑。南宋一朝，在嘉定县境设立的税场只有黄姚、顾

迳、江湾三处，将这三场视为 “市镇”，学界毫无争议。② 至于这段材料提及的其他地方，是否

可算作 “草市”，则不甚明确。即便勉强忝列草市之列， “三槎浦”也不专指南翔一地，更可能

对应的是位于槎浦两岸的聚落带。

元代是南翔聚落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时代之一。经历设县后１００多年的发展，嘉定已成人

烟稠密之区。南翔一带，“民居与绀院琳宫离，立江浒，据要津”，一派繁荣景象；由于十字港

河道已初具雏形，南翔成为沟通县城与吴淞江的重要交通节点，往来商旅常常会经过此地，“视

〔南翔寺〕廊庑为康庄”，③ 频繁在那里歇脚。尽管如此，改朝换代引发的战乱还是对南翔寺产生

了不小的冲击：

宋末造，兵饥相蹑，甲第豪门勒于施，室庐圮毁，振复为艰，产殖不能以赡其众，营

供务者病焉。等薙染之籍，必输粟若干，补 粥之不足；又不足，则乞诸乡党邻里。④

南翔寺的日常经费原来主要是依靠施舍所得的 “常住”财产，宋末元初，其经济来源已无法得

到保障，转而仰仗僧侣的私财和邻里的周济。从邻里乡亲那里获取周济，多少透露出南翔寺周

边已经聚居着数量不少的普通居民，其聚落的规模可能伴随着宋代农田水利的开发而不断扩大。

正是凭借既有的物质基础，南翔寺在世祖至元间重新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至元二十八年

（１２９１），大浮屠良珦 “疏沦其断港绝湟，以宣潮汐之壅，夷其曲径旁溪，以便轮蹄之役。不数

年，生意津然也。乃谋诸大弟子即翁宗具出橐金，倡于众，市膏腴以增岁入，更输粟之制以输

上田，较昔之费什之一，力实倍之。于是阡陌日辟，仓库日充，僧堂聚斋，熙熙若众香之国”。

通过疏浚河道，广募资金，购置田产，南翔寺得以振兴。至顺末，良珦之徒孙昙证开始出任住

持。经过良珦以下三代僧人的努力，南翔寺积累了大笔财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用在了寺院

的维修重建上。仅至顺二年 （１３３１）至四年重修大雄宝殿，就花费了３０万缗之谱。⑤ 明代人赵

洪范虽然将南翔寺 “方广一顷八十亩有奇，四水为围，四梁为界，寮舍六十二，僧徒七百余”

的盛况套用到莫少卿时代，但从寺院的实际规模上看，恐怕是依据元朝时的情形作为其蓝本的。

由良珦所创立的 “控产机构”，并不只经营南翔一寺便罢，而是将手伸向周边地区，不断扩

大其势力范围。大德初，良珦于南翔寺东一里左右， “以一顷为基，环而池之”，另创一寺院，

以 “已囊土地、年粒入寺，永备营缮之产”。大德十一年 （１３０７），该寺敕额为 “大德万寿寺”。⑥

时隔２０年，泰定年间，其徒孙义荣又在西南觅得一块地，创立万安寺， “作法华道场、弥陀、

观音之殿、说法之堂”等，与南翔寺和大德万寿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⑦

元代已不像宋代那样固守十方寺和甲乙寺的分别，⑧ 寺院具有独立处置私产和住持承替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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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八》，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６册，第５１２２页。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５２—４５３页。

释宏济：《南翔寺重兴记》，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０ 《杂志·寺观》，第１３８页。

释宏济：《南翔寺重兴记》，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０ 《杂志·寺观》，第１３８页。

释宏济：《南翔寺重兴记》，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０ 《杂志·寺观》，第１３８—１３９页。

贯云石：《大德万寿讲寺记》，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０ 《杂志·寺观》，第１５２页。

虞集：《万安寺记》，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０ 《杂志·寺观》，第１５４页。

按：甲乙寺和十方寺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住持承替和寺产继承制度的差别上。在甲乙寺制下，住持承
替乃寺内之事，优先权按血胤亲疏或嫡庶长幼定其次第，寺产的私有权受到官方的承认和保护；而在



力。《大德万寿讲寺记》中称：“寺之永焉，甲乙传焉，子孙保焉。师 （指良珦———引者注）开

山祖焉，其嗣嫡圆明、妙智、真觉、即翁大师宗具膺师之心，以宣相力。”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法眷在住持承续优先权上的次序，已与世俗社会无异，寺产亦可以随着承嗣者被继承，经营寺

院与做其他 “生意”完全没有什么不同。这就为俗家插手寺院的 “生意”打开了方便之门。良

珦本人 “俗姓朱……少祝发南翔寺”，① 宏济的 《南翔寺重兴记》中透露，比良珦早一代的紫衣

僧了融出身自 “里之大姓朱氏”，很可能就是他的亲生父亲，而几十年间先后参与南翔寺修建的

宗具、昙证、普现、普基、普传诸僧，分别是良珦的 “子”、“孙”和 “曾孙”。② 在一定意义上，

南翔寺已成为良珦一家的家族产业，大德万寿寺和万安寺的创立，则类似于家族的 “分房”。

三座寺庙在修建之时，均对周围的河道进行了整治，初步形成 “四水为围”的格局。这不

仅整饬了宋代当地原有的 “堽门”水利系统，同时也以三者为 “坐标”奠定了明清时期南翔聚

落的基本格局。明初这里的地理景观正如姚广孝所看到的， “川原平衍，民物丰庶，寺居其间，

为彼植福”，③ 南翔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大聚落。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嘉靖 《嘉定县志》

中所云南翔镇 “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的市镇范围即发端于元代。尽管尚没有材料直接显示南

翔一带在宋元时期已形成 “草市”，但作为重要的商贸交通节点，不仅南翔寺中的廊庑成为商旅

歇脚之所，大德万寿寺之南也曾 “列屋以朝寺，备茗以润行旅”。④ 这些卖茶的小店铺或许就是

南翔初级市场的雏形。果真如此的话，嘉靖 《嘉定县志》略显武断地将设立南翔镇的历史追溯

到宋元时代，恐也不是捕风捉影。然而，即使南翔在宋元时代已经发展成为类似于 “草市”的

商业性聚落，其性质和产生的机制也与明清时期的市镇有着很大的不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明清时代中长距离贸易背景下涌现出的市镇，相对于宋元时代的商业聚落更像是脱胎换骨，而

非简单的延续。⑤

三、南翔成镇，寺据镇中

有关明初南翔的情况，因材料所限，我们只能了解少许片段。明王朝曾在嘉定县分设吴塘、

江湾、顾迳三个巡检司，南翔墩为江湾巡检司所属的１６个烽堠之一，⑥ 可见当时其战略地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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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十方制下，寺院住持由官府或朝廷决定，创寺僧对财产的私有权也变为公有。（参见刘长东：《宋代佛
教政策论稿》，第２７０—２７３页）

①　嘉庆 《南翔镇志》卷８ 《人物·方外》，第１１８页。

释宏济：《南翔寺重兴记》，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０ 《杂志·寺观》，第１３９页。

姚广孝：《南翔寺修造疏并序》，《逃虚子集·类稿》卷５ 《独庵稿·书题跋》，第２１页。

贯云石：《大德万寿讲寺记》，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０ 《杂志·寺观》，第１５２页。

按：此处并非质疑江南市镇发展历程中从南宋经元代到明初的历史承续性，而是想强调明初朱元璋在
江南所建立的以小农为主体的 “画地为牢”的社会经济结构，在经历了永乐都城北迁和周忱主持的财
政货币化改革以后所遭受的巨大冲击。明代中叶江南地区出现的农产商品化、中长距离贸易的兴起和
本地市场的发育等诸多新气象，均与此相关。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两宋时期财政货币化程度超过了明
前期，但对于尚在开发中的江南地区而言，当时的赋税压力仍比不上以 “重赋”著称的明初，加上宋
代没有面临永乐北迁以后 “加耗”剧增的局面，即使存在类似的 “改折财政”机制，亦因 “财政基数”
（原额）远逊于明代，对于中长距离的财赋转输以及当地市场发育所起的刺激作用相对有限。（参见吴
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第４１—７６页）

正德 《练川图记》卷上 《防卫》，第１０页。



不十分突出。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明太祖召集各地僧耆，将天下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要求

僧众分别专业修习。禅指禅宗，讲指禅宗之外的其他宗派，教则包括从事祈福弥灾、追荐亡灵

等各类法事活动的僧人群体。据后人追忆，南翔寺和大德万寿寺被归入讲寺，没有敕额经历的

万安寺则被算作教寺。① 然而，洪武 《苏州府志》中却只记录了南翔一寺，而未记另外两寺。在

对南翔寺的描述中，提到了白鹤助缘的传说，将传说发生的年代定在唐开成四年 （８３９），并以

此作为寺院改称 “南翔”之始。② 姚广孝在 《南翔寺修造疏并序》中曾透露： “洪武初， 〔南翔

寺〕为欠粮事抄籍官，续奉上旨，拨还僧居，为国祈福。”③ 前朝对待寺院丛林的诸多礼遇政策，

在明初被大幅度回缩，想维持原有的寺产不受严苛的赋役之累，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考虑到

明初 “归并丛林”的力度，大德万寿寺和万安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去。洪武二十七年，僧庆余

重修大德万寿寺，④ 而在所谓 “重修”的背后，或可想见修整之前的破败。三大古刹的衰败，多

少延缓了宋元以来以寺庙为主导的聚落发展进程。或许可以认为，即便宋元时期的南翔已有成

为商业聚落的迹象，至明初也在画地为牢的 “洪武型生产关系”⑤ 的宏观调控下，变得与一般农

村聚落无异。

嘉定现存的第一部县志正德 《练川图记》，是我们认识明代当地历史最早且最完整的地方文

献。该志首次记载了嘉定县的五市七镇，虽寥寥数语，却指明了正德间嘉定主要市镇的具体坐

落，其中也包括南翔镇，该镇位于 “县南二十四里十二、十三都”。⑥ 由于没有交代确切的 “成

镇”时间，我们一时难以判断明代南翔市场发育的起点。从大的制度背景看，宣德正统间，应

天巡抚周忱曾在苏州府的嘉定、昆山二县推行过折征官布的改革，实施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虽

是为了减轻苏松地区的漕粮加耗，但却间接促发了当地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转换，并带动起

一批棉布交易市场。⑦ 嘉定县的南翔、安亭和昆山县的陆家浜等市镇均是这时兴起的棉业市镇。

姑且不论南翔镇的兴起或者复兴与宋元时代商业聚落的初级形式有无直接关联，单从折征棉布

所带来的中长距离贸易的商机而言，已足以令南翔镇另起炉灶。⑧ 从时间上判断，南翔镇在明代

出现的上下限，应在宣德至正德之间，与该镇在同一机制下产生的昆山县陆家浜市即号称 “创

于宣德初”。⑨ 南翔成镇的时间虽然不如陆家浜明晰，但正统间，南翔寺和大德万寿寺先后得到

不同程度的整修，或可从中看出聚落重振的某些迹象：

正统中，而 〔南翔寺〕大圮，司空周忱氏过而慨之，以邑赋之羡粟倡，而诸善知识和

焉，其观遂复故。瑏瑠

〔大德万寿寺〕创于故元沙门良珦，基抅满顷，号为雄敞，逮今二百余年。正统初，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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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 《练川图记》卷下 《寺观》，第２页。

洪武 《苏州府志》卷４３ 《寺观》，《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８３年，华中地方
第４３２号，第１７５６—１７５７页。

姚广孝：《南翔寺修造疏并序》，《逃虚子集·类稿》卷５ 《独庵稿·书题跋》，第２１页。

嘉靖 《嘉定县志》卷９ 《杂志·寺观附》，第１２页。

参见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章。

正德 《练川图记》卷上 《乡都·市镇附》，第１２页。

吴滔：《赋役、水利与 “专业市镇”的兴起———以安亭、陆家浜为例》，《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据嘉靖 《嘉定县志》卷３ 《田赋志·物产》：“邑之货莫大于布帛，平布则户织之。富商巨贾积贮贩鬻，

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辽蓟山陕，动计数万。”（第３１页）

正德 《姑苏志》卷１８ 《乡都·市镇村附》，第１０页。

王世贞：《（万历八年）重修南翔寺记》，《弇州山人四部续编》卷６１ 《文部》，明刻本，第９页。



尝一改新之，顾材久益圮，费浩不可支。①

虽然修整规模如此宏大的寺院会感到物力维艰，但如果附近没有积聚足够多的人气和财力，这
类 “善举”恐怕永远得不到实践。从这个角度说，正统间的南翔多少有了些起复之象。经历了

１００多年的积累之后，到了嘉靖年间，南翔已发展成 “地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百货填集”的大
镇。富商巨贾纷纷前来购置棉布，将之贩运到运河沿线和九边地区，其中尤以徽商居多。在徽

州布商的心目中，南翔的地位相当重要，隆庆间徽州人黄汴所著商用类书 《一统路程图记》中
曾专门介绍 “苏、松二府至各处水路”，“松江府由南翔至上海县”的线路在其中非常醒目：

松江府，三十里砖桥，四十里陆家阁，四十里南翔，廿里江桥，即吴淞江，三十里至
上海县。②

从松江府到上海县，本来可走直线距离更短的浦汇塘，之所以沿砖桥进入横沥塘，绕道位于吴

淞江以北的南翔，再南折回吴淞江至上海县，是为了涵盖更多的棉织业市镇，“路须多迂，布商
不可少也”。③ 另外，同书中 “松江府由太仓州至苏州府”的线路也经过南翔镇，功能和性质与
“松江府由南翔至上海县”略同，均可视为布商收购棉布的 “专用”航道。在某种程度上，与其
说是市镇多倚干河而建，不如说航道亦因市镇之固有格局而凸显其重要性。

如前所述，南翔 “因寺而名”及起源于宋元的说法均始自嘉靖 《嘉定县志》。嘉庆 《南翔镇
志》承袭了这一说法，进而认为，宋元时代的南翔不仅已经成镇，而且那时市镇的中心也不在
清代最繁华的十字港一带，而是大大地偏向西南，“万安寺前至王家桥俱列肆”。④ 万安寺 “坐按

三槎之浦，前接淞江”，⑤ 的确比南翔寺和大德万寿寺所在的封家浜和走马塘以北的地区更接近
交通孔道吴淞江。如果当年义荣具有这样的 “区位”意识，则选址建寺或有 “生意”上的考虑，

然而， “自是 （指元代义荣建寺之时———引者注）以后又历七甲子，至国朝乾隆九年 （１７４４）

中，更元明易代之变”，⑥ 万安寺几乎荒废了四百多年之久，这似乎与万安寺附近曾经的繁华景

象有所矛盾。嘉庆 《南翔镇志》将明中叶以后万安寺南颓败的状况归为倭乱所引起的火灾，其
直接后果是镇中心的东移：

后以吴淞江多盗，西南受侵，居民渐渐东徙。明正嘉间，倭寇叠至，乡邨多被火，万

安寺南居民屋宇多熸。⑦

正德嘉靖之际倭乱对于嘉定所产生的影响的确不小，据时人回忆，“惟罗店、月浦、真如、清浦

残毁为甚，其余皆次之，然穷乡僻壤，靡有孑遗矣”，⑧ 万安寺一带遭受重大毁坏，绝非没有可
能。然而，对照嘉靖间南翔镇 “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的格局，无论如何，其南界都达不到离

大德万寿寺五里之遥的万安寺。⑨ 从地名学的角度，聚落的自属地名，得名自 “南翔寺”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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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镇志》卷１０ 《杂志·寺观》虽记载了明永乐间有僧人法永重建万安寺 （第１５３页），但康熙以前各个
版本的方志均没有提及该寺的任何一次重修。

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 《疆里·沿革》，第２页。

嘉靖 《嘉定县志》卷１ 《疆域志·市镇》，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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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寺”，明中叶，市镇的商业中心也的确集中在南翔寺一带，“寺据镇之中，镇以寺重，亦以

寺名，其间□□栉比，商贾猥集”；① 如果之前万安寺附近确实存在街市的话，那么它到底是在南

翔镇范围之内，还是与十字港附近的街市不相连属，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商业聚落，就成为一个难以

回避的问题。若是后一种情况，则所谓市镇中心的东迁，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之事，更可能是清中期

的人们立足于整合当时的市镇区域所精心编造的 “空间故事”。尽管嘉靖间万安寺已与南翔、大德

二寺合称为 “三大刹”，② 似乎表明了聚落的整合度，然而，这更多的是立足于三个佛寺渊源角

度的表达，并未直接涉及聚落的完整性。即便退一步说，万安寺的确早已处在南翔镇的范围内，

全镇的发展亦非是均质的。直至清中叶以前，万安寺南面的河道尚称作新华浦，③ 其后该河道不

知何故更名为陆华浦。④ 原来的新华浦，逐渐变成陆华浦以南的另一条河道，⑤ 这种地名的分化

和改变，意味着聚落景观纹理的细致化，⑥ 其背后对应着地区开发的进展。这一现象不早不晚地

出现在清乾隆朝，也就是清 《南翔镇志》成书前后，时间上虽配合了所谓市镇的东移，但从空

间上看，万安寺前河道的最终成形，似乎要大大晚于宋元时期就已现雏形的南翔寺东侧的 “十

字港”。既然如此，南翔镇从西南向东北迁移的说法，多少有些经不起推敲。如果真的存在所谓

南翔镇本镇街市的东徙，则原本偏向西边的繁华街道很可能并不是万安寺前街，而是位于南翔

寺西的钓浦街。钓浦街虽稍稍偏离十字港，但 “明时为大街，直达镇北冈身路”，⑦ 且紧邻南翔

寺，完全符合时人所描述的 “寺据镇之中，镇以寺重”的景观形态。

万历初年，随着南翔镇棉布生意的名气越做越响，各地客商纷至沓来，其中 “歙之公乘里

士，行贾不可指数”。⑧ 他们长期驻镇，与由当地人开设的布行布庄进行棉布交易；布行布庄之

间为争取布商，也争斗激烈，有如两军对垒。⑨ 另有一群市井无赖之徒，俗称 “白拉”，他们
“私开牙行，客货经过，百计诱致，诡托发贩，悉罄其资，否亦什偿三四而已”。瑏瑠在商利的争夺

中，由于布行布庄垄断了棉布的批发环节，客商首先败下阵来，万历 《嘉定县志》载：

南翔镇……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比为无赖蚕食，稍有迁徙，而镇遂

衰落。瑏瑡

客商不仅在棉布的价格上受土著商人的挟制，若遇漕粮阙兑或赋税拖欠，还时常有被地方权势

转嫁赋税责任的可能，万历九年 （１５８１）嘉定县的漕粮就是靠着 “借商民”才得以完成。瑏瑢 面对

诸多重负，部分客商不得不选择暂时退出利益的角逐。万历初，南翔寺大圮，寺僧拟大力倡修，

其时虽商贾云集，却应者寥寥，“若某某辈然，不能十之一”，仅有徽商任良佑 “独弁髦之，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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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其精力”，捐资白银二千余两，才勉力修好大雄宝殿。①而供僧人居住的禅堂，直到天启元年
（１６２１）方告落成。② 此事一方面表明，以徽商为主体的行商群体，因户籍不在本地，对地方事
务的兴趣非常有限，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徽俗以赀为命”的形象已根深蒂固；③ 另一方面也显
示出部分客商的无奈，为了生存，或者分出一杯羹，或者捐出一笔善财，如果不选择和当地人
士合作，将会继续受到排挤。南翔镇在万历中期的一度衰落，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行商与土著
在很多利益分配上难以达成一致。除了万历 《嘉定县志》所概括的，其时 “北方自出花布，而
南方织作几弃于地”。④ 由于北方有了自产布，南翔附近所产的棉布对于客商的吸引力不再像之
前那样大，恐怕也是市镇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时隔不久，徽商重新确定了棉布的标准，

改贩 “标布”为 “中机”，⑤ 南翔镇再度兴盛，至康熙初，又恢复到 “多徽商侨寓”的状况。⑥

南翔与罗店镇成为清代嘉定县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市镇，有 “金罗店，银南翔”之名。⑦

四、市镇的 “内涵式发展”与 “因寺成镇”说的出炉

明清鼎革，并未过多影响南翔镇的繁荣。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至清中叶，该镇 “生齿日
繁，里舍日扩，镇东附近新街南，黄花场北、金黄桥外，渐次成市”。⑧ 黄花场正好位于南翔寺
南面，由于市廛日益兴旺，大大抬高了这一带的地价。南翔寺附近自成镇以后一直都是商业中
心，自明后期始，寺基不断遭受各方势力的蚕食。先是寺之东北隅， “不知何时鞠为园蔬”，后
又改作三官殿。⑨ 嘉靖十四年 （１５３５），知县李资坤分南翔寺址建槎溪小学。瑏瑠 除了官用和民用，

寺基挪作商用的更不在少数。崇祯间人赵洪范为恢复往日之寺产僧舍，曾仔细核算过唐宋以来
南翔寺 “所捐之域”，可无论他怎样努力，还是无法说服俗众退还已占的寺产，最终不得不接受
“除俗占而外，非殿址则僧居也”的既成事实。瑏瑡

入清以后，南翔寺的原有地盘越变越小。顺治年间，寺僧慧心欲选取云卧楼旧址建七佛阁，
“但其地向属西房，因将寺前廛屋相易，而且称贷倍价以得之”，瑏瑢 寺院的沿街房屋正是通过类似
这样的方式逐渐沦由市井割据。至康熙朝，南翔寺虽获赐御书 “云翔寺”的匾额，瑏瑣 各色人等对
寺产的敬畏之心却并未随之增强。康熙二十六年 （１６８７）和四十一年，寺院的核心区域先后被
惠民书院和留婴堂侵占，而且均建在大雄宝殿的中轴线附近。瑏瑤 由于寺前的房屋早已被占殆尽，

·６６·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王世贞：《（万历八年）重修南翔寺记》，《弇州山人四部续编》卷６１ 《文部》，第１０页。

唐时升：《白鹤南翔寺新建禅堂记》，《三易集》卷１２，明崇祯刻清康煕补修嘉定四先生集本，第３—

４页。

王世贞：《（万历八年）重修南翔寺记》，《弇州山人四部续编》卷６１ 《文部》，第１１页。

徐学谟代：《（万历十一年）吁部请折状》，程銛辑 ：《折漕汇编》卷１，第１页。

西嵨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６４６页。

康熙 《嘉定县志》卷１ 《市镇》，第６页。

光绪 《罗店镇志》卷１ 《风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６页。

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 《疆里·沿革》，第２页。

徐时勉：《南翔寺七佛阁记》，康熙 《嘉定县志》卷２２ 《碑记》，第５８页。

嘉庆 《南翔镇志》卷３ 《小学》，第２６页。

赵洪范：《南翔寺免役记》，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０ 《杂志·寺观》，第１５０—１５１页。

徐时勉：《南翔寺七佛阁记》，康熙 《嘉定县志》卷２２ 《碑记》，第５８页。

嘉庆 《南翔镇志》卷１０ 《杂志·寺观》，第１３８页。

参见石松：《公建抚宪赵公长生书院碑记》、王鸣盛：《重修惠民书院记》，嘉庆 《南翔镇志》卷２ 《营建·

书院》，第１５—１６页。



人们于是开始尝试在建筑的密度上做文章， “山门前后左右及报济桥面皆民居，直逼天王殿
前”。① 报济桥正对南翔寺的山门，又名 “香花桥”。② 在狭窄的桥面上，竟然能挤出一些空间容
纳违章搭建，可以想见南翔寺附近聚集了多少人气。乾隆三十一年，桥面民居失火，延烧至天
王殿，从此地面廓清，“民房基址各捐于寺”。③ 南翔寺虽多少收回一些失地，但与宋元时期的强
势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巨大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经过不断拓展，南翔镇的商业街市逐渐突破十字港的限制，东
有走马塘南岸街、北岸街、新街，西有封家浜南岸街、北岸街，南有白鹤寺南街、太平桥南
（西岸米巷街）、横街、黄花场街，北有横沥西岸街、东岸街、钓浦街，另有４１条弄堂与大街和
十字港相通，④ 共同构成了南翔镇的基本格局 （见封３图１）。除此而外，连接街道弄堂的还有

７０座左右的桥梁。乾隆中，镇人程虔五以己之力，修建桥梁５０余所，几乎横跨了整个镇子的所
有水道。⑤ 除了完善镇内交通，从万历至乾隆，为加强周边河道的通航能力，地方官和镇人还多
次组织疏浚走马塘和封家浜，横沥和槎浦虽也时有疏浚，但频率远不如前两者。⑥ 这主要是由于
吴淞江挟带黄浦口的浑潮，时常从蕴草浜自东向西倒灌进入嘉定南部各内河，容易使走马塘和
封家浜淤浅，南北走向的横沥和槎浦相对少受影响。

虽然康熙间的南翔镇已 “市井鳞比，舟车纷繁，民殷物庶，甲于诸镇”，⑦ 但从嘉靖到光绪，

南翔镇 “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的格局却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这并非意味着市镇经济的
长期停滞，实际情况应是，在基本格局大体奠定之初，市镇内部的民居当有疏密之别，其后随
着住宅密度的增长和桥梁的修建，越来越多的聚落缝隙被填充，市镇内涵式发展才逐步完成。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聚落原来特征非常鲜明的 “寺庙”空间内涵逐渐被 “市镇”空间内涵所取
代，市镇与周围四乡的景观 “异质性”也愈发凸显。南翔镇人由此更加坚信南翔寺和南翔镇唇
齿相依的关系：“寺居镇之中，镇以寺始，一寺兴废，系一镇盛衰”。⑧ 随着街市的稠密化，又在
这种关系中移植进三大古刹的要素：

嘉定为吴下邑，邑之南二十余里曰南翔镇，川原平衍，民物殷庶，甲于嘉邑。然地滨
海，近吴淞，受东西南三面潮汐之汇，无高山大麓障蔽其间，形家以镇之佛寺，鼎立三方，

谓能襟带群流，控压巨浸，为萃秀钟灵之所，非祗浮屠氏精蓝栖息处也。原三寺，白鹤创
于梁，大德、万安两寺递建于元，其规制宏远，庄严华丽，实成一镇巨观。⑨

配合时人对全镇景观的诠释与塑造， “因寺成镇”的说法开始取代 “因寺名镇”并逐渐深入人
心。我们与其将之视为市镇历史的 “无限”延长，不如理解为是对现实空间尺度的合理解释和
适度构建。

清代的南翔镇，仍是客商采购的首选地之一，“四方商贾辐辏，廛市蝉联，村落丛聚，为花
豆米麦百货之所骈集其间”。瑏瑠 在诸多货物中，以棉布最为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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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布，有浆纱、刷线二种。槎里只刷线，名扣布，光洁而厚，制衣被耐久，远方珍之。

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故里中所织甲一邑。①

据西嵨定生的研究，清代徽商不仅在贩布的客商群体中占据压倒性优势，而且通过直接开设布

号，雇佣专人负责收购和会计等环节，逐渐突破了以往布庄布行在交易市场上对利润的垄断。②

南翔镇出产的棉布因品质优异，吸引了大量的徽州客商。除了棉布业，稻米也是南翔镇日常交

易的大宗。自明中叶以降，“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③ 乃嘉定县棉织类市镇最基本的

商业形态，南翔镇也不例外，“东西南北，除杂货外，米之上下，动以万计”。④ 正是在棉织业和

米粮业为主体的商贸活动的驱动下，南翔镇的持续繁荣才得以保证。随着人口的大量聚集，治

安问题愈发重要。 “脚夫、乐人聚伙结党，私画地界，搬运索重直，婚丧勒厚犒，莫甚于南

翔”。⑤ 有鉴于此，雍正中，设南翔巡检司，并置把总一员，专任南翔防务，分巡封家浜、黄渡、

纪王庙等地防务。⑥ 乾隆三十四年，又以 “地当繁杂，窎远治城”，移驻县丞分防南翔。⑦

除了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南翔镇各种 “半自治性”的机构也在清中叶陆续建立起来。先

是康熙四十一年，南翔阖镇士商建留婴堂， “铺户暨各镇量输，以足其费”， “收送里中弃儿”，

后改称 “育婴堂”。⑧ 嘉庆十三年 （１８０８），朱抡英等又在文昌阁设振德堂，施棺代葬，并收养过

路孤苦老人。⑨ 直至民国初年，两堂均是南翔镇权力运作的中心。从嘉庆镇志的 《南翔镇图》

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析出分防署、文昌阁和育婴堂均建在南翔寺的基址上。在寺庙及其周边

地区已经受到严重蚕食的情况下，南翔寺的空间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并非南翔寺本身而是南

翔寺原来所占据的地点，真正扮演着市镇商业中心和展示官方权威的舞台的角色，这与该处有

无寺庙并无直接关联。

南翔寺唯一遗留的宗教之外的重要功能，只剩下举办公益活动了。崇祯十二年 （１６３９）岁

歉，羌世隆父子三人 “以麦八百石磨麫作饼”，在南翔寺前鸣钟集众分发；瑏瑠 康熙四十四年和雍

正十一年 （１７３３），南翔镇施粥的场所均在南翔寺内。瑏瑡

清政府降低了商人入籍的门槛，使徽商增强了对南翔镇的认同，瑏瑢 更多地参与到地方事务中

来，这与明代的情况大相径庭。前述程虔五即是其中的一员，他除了修建桥梁外，还担任过育

婴堂的董事。瑏瑣 出任两堂董事的徽州人绝不在少数，据 《南翔陈氏宗谱》载，休宁人陈燧也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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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婴堂的堂董。① 除此而外，徽商对其他公益事务亦颇为留心。歙县人罗采在镇开设有踹坊，雍
正十一年岁祲，“同人奉文公捐煮赈，采独力设厂广福禅院，赈至三月余而止”。②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有徽商的全面参与，南翔镇至民国初年已成为 “纵跨横沥，横跨
走马塘，街衢南北五里，东西六里”的嘉定县第一大镇。③ 光绪三十一年沪宁铁路开通后，车站
距镇仅二里左右，有专门的马路与火车站相贯通，交通极其便利，大大促进了南翔寺前商铺的
进一步发展：

云翔寺前东街、南街最繁盛，大小商铺四百数十家，晨间午后，集市两次。往昔布市
绝早，黎明出庄，日出收庄，营业甲于全邑。近年贸布多在昼市，销路又为洋布所夺，此
业遂不如前。大宗贸易为棉花蚕豆米麦土布，鲜茧竹木油饼纱鱼腥虾蟹蔬笋之属亦饶，自
翔沪通轨，贩客往来尤捷。士商之侨寓者又麇至，户口激增，地价房价日贵，日用品价亦
转昂，市况较曩时殷盛。④

伴随着铁路对水路交通的冲击，南翔镇终于突破了明中叶以来内涵式的发展模式，街市开始大幅度
地向位于南部的火车站靠拢。“镇以寺始”和 “因寺成镇”的古老故事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五、结　　论

探讨市镇形成之前聚落的早期历史，对于认识江南市镇起源以及街市布局的成型，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由于材料所限，前人基本上忽略了对市镇聚落的历史回溯，即便有也多拘泥于
明清以后人们的种种猜测。如果我们将不断 “层累”的文献放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或可发
现一些聚落形成初期的蛛丝马迹。以南翔为例，聚落的发展一直与南翔、大德、万安三大古刹
纠缠不清，其中年代最久远的南翔寺更是成为当地人构建聚落历史的 “晴雨表”。唐宋时期，有
关南翔的主要信息几乎全被南翔寺所填充。从保存至今的唐代经幢来看，当地有人居住的历史
至少可追溯至唐武宗灭佛之后，然而，当时聚落的专称还没有出现。南翔首次拥有 “自属地名”

始自南宋初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地旱田塘浦的开发。在聚落早期开发的过程中，僧
人的聚集和寺产的拓展本身就是聚落从起源直至达到一定规模的重要指标之一。如果为了迎合
不同时代的人们对 “自属地名”不同版本的解释，而将孰先孰后的论证强加于寺庙和聚落之间，

则显得苍白乏陈。元代南翔寺的兴盛和大德、万安两寺的创立，一方面使南翔演变成为具有相
当规模的大聚落，一举奠定了明清两代市镇 “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也
催生了南翔寺始建于萧梁时代的说法，并逐渐得到后人的广泛认可。纵观宋元时期南翔的历史，

十字港格局虽在北宋就已显现端倪，但在商业聚落未正式形成之前，无论三大古刹修建得多么
宏伟铺张，其区位优势亦无法充分展现。南翔一带至多不过是行旅商贾的茶歇之所。

明初对佛寺的打压，大大延缓了原本以寺庙为主导的聚落发展进程，甚至导致聚落的分崩
离析。直到正德前后南翔正式成为嘉定县七大镇之一，十字港的区位优势才开始显现出来，南
翔、大德等寺也稍许恢复了些元气。明中叶以后，当市镇空间达到一定规模，平面式扩展渐趋
停止，商业中心始终不离南翔寺及其周边的十字港一带，这并非是出于南翔寺的主导作用，恰
恰相反，伴随着南翔镇的日益发达，南翔寺的原有寺基不断遭受各方势力的侵蚀，这块方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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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二顷的地方，因地理位置的优越，建筑之稠密已达到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逐渐由单纯的宗
教中心发展成为集宗教、商业和行政等职能于一体的重要场所。直至晚清，南翔镇的范围也没
有突破明代的既有格局，从这一意义上，其发展路线或可概括为 “内涵式”的发展类型。这种
发展类型并非意味着市镇实体空间近乎不变，而是体现为聚落景观纹理的细密化和十字港四周
的空间垄断倾向。与之相应，市镇与周围四乡的空间 “异质性”愈发突出起来。

配合 “内涵式”的发展线路，南翔镇和南翔寺唇齿相依的关系一直被当地人置于非常突出
的地位，先是强调 “因寺名镇”，意在彰显地名的独特个性；在内涵式发展告一段落后，又出于
解释现实空间尺度的需要，制造出 “因寺成镇”的历史误会。无论怎样，清人眼中的 “因寺成
镇”，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市镇起源问题并不处在同一话语系统之下。明中叶以降，在江南特别
是太湖以东地区涌现出大量以经营棉业和米业为主的 “专业市镇”，它们在贡赋体系中 “改折财
政”的带动下不断壮大，同时为满足中长距离贸易的需要，已逐渐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 “定期
市”的模式。这些市镇每日开市，既不受集期限制，也不迎合庙会或者香市的周期。所谓 “因
寺成镇”，更大程度上是在聚落景观纹理细密化的背景下对 “自属地名”加以过度诠释的产物。

在太湖以东市镇兴起之初，有一种 “主姓创市”的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具体说来，就是一
些市镇由某一大姓创立，并由该大姓掌控市镇的支配权。例如，同位于正德间嘉定县七大镇之
列的娄塘、罗店二镇，即分别由王璿和罗升所创。① 这类市镇多以创市之日作为聚落形成的起
点，从罗店镇的命名上或可窥见些许痕迹，它们不像南翔镇有更早的聚落历史可以追溯。从形
成的机制上看，这两类市镇或许并无本质的不同，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明清以前南翔聚落的
发展脉络，将注定无从理解南翔镇从 “因寺名镇”到 “因寺成镇”的历史型塑过程，进而会在
探讨市镇起源乃至市镇空间构成的时候陷入 “顾名思义”的错觉之中。明清时代，人们之所以
会留下 “寺据镇中，镇以寺重”的印象，不单是出于表达南翔寺周边认知环境的强烈愿望，更
具有标明市镇中心相对位置的功用。寺庙固然参与或见证了市镇兴起到日趋繁荣的历史过程，

但绝非形成市镇的主导力量，这具体表现在，十字港的区位优势在南翔寺最为兴旺的年代并不
突出，反倒是在其日呈式微之际才渐露峥嵘。探索市镇的缘起、动力和性质等问题，应在充分
了解传统市场运作机制的前提下，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理解经济现象，若是不假思索地以 “文
化驱动力”或 “宗教驱动力”等概念去想象和解释传统时代市场的发育形态，就难免会导致削
足适履的简单化错误。

〔作者吴滔，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责任编辑：路育松　责任编审：李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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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清中叶南翔镇地图

　　　　资料来源：据嘉庆 《南翔镇志》改绘。

说明：黑色实线表示商业街。

图２　清末民初南翔区域图 （局部）

　　　　资料来源：据民国 《嘉定县续志》改绘。


